
法治热点问题

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如何设立？

———一个宪法解释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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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须从宪法视角加以考量,

以保证司法改革在宪法框架内进行.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人民法院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机关组织的基

本方式. 无论是设立类似于地方法院的跨区法院,还是设立专门法院性质的跨区法院,都需要对各种类型

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定位进行宪法解释学构建. 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我国宪法将组织人民法院的任

务委托给立法者具体实施,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需要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对现行的法院组织法进行修

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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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许多法治

创新措施,其中司法改革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跨区法

院"),受到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① 国家的司法制度不仅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

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如何保证这项司法改革措施在宪法框架内稳妥进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宪法学理

论问题。②

在宪法解释学意义上,人民法院的"设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抽象的"设

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2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二

是通过有权机关的具体决定"设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

的决定》。无论何种意义上的设立,首先必须明确该类型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体系中应如

何定位,然后才能据此确定其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等事项。这种权力源流关系用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概念

表述就是"产生"。从宪法解释学的视角看,设立跨区法院必须直面的理论问题包括:在现行宪法的制度框

架内,这种法院如何产生？其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司法机关？本文试从宪法解释学视角对设立跨区法院

改革措施的宪法问题进行分析,以为当前的司法改革提供一种宪法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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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跨区法院的目的是为了使司法机关相对超脱于地方。但如果不设立跨区法院,通过改变法院管辖的地域范围也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设立跨区法院的目标。2014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8 条的规定体现了这种思路。该条规定,"经最高人民

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如果将这种变更管辖权的措施推

广到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等其他审判领域,也可以达到"旧瓶装新酒"的改革效果,设立一种实质意义上的跨区法院。此外,巡回法庭制度也

是一个替代性方案。但问题是这种管辖权的改变在一定程度可能会使法院管辖的地域范围与依照地域范围设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完全脱

节,使法院事实上摆脱人大的监督,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8 条所确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的宪

法格局。因此对于具体的跨区法院设立的必要性及其限度,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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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法院“产生”的宪法解释

如前所述,设立跨区法院首先需要定位其在宪法上的权力源流关系。根据现行《宪法》第3 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此外,《宪法》第128 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看,如果不厘清上述权力源流关系,设立跨区法院就可能逾越宪法界限。因此,如何

理解这种"产生"与被"产生"关系,是设立跨区法院必须首先解决的宪法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归

中国宪法文本及其背后的宪法原理。

受社会主义法系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宪法体制与西方国家有明显不同。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一项根本的宪法制度,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司法机关和代议机关的关系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判然有别。在

严格的三权分立宪法体制下,司法机关与立法、行政机关职权互相分立、互相制衡。这种宪法结构决定了

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处于平行的宪法地位。因此,司法机关可以审查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

符合宪法,并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审查决定。在此框架下,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意味着司法机关与立法机

关、行政机关的地位相当,而且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但在中国宪法上,审判机关的地位显然不能

等同于西方三权分立体制下的司法机关。中国主流的司法观念认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其地位低于人民代表大会。"①对此,现行《宪法》第3 条第3 款规定,"国家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对此一个通俗说法是:"人

大产生一府两院"。

中国宪法文本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法院"前面一律冠以"人民"的定语,以表明法院的权力源于人

民,司法机关的产生过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纽带与人民建立间接联系。宪法确立了一切权力属

于人民的基本原则,但人民无法直接行使这种权力,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各种途径和形式来组织国家机构

代为行使。因此,《宪法》第2 条规定了这种源生性权力与具体国家权力之间的源流关系。显然,上述制度

设计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宪法理论。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司法制度进行批判的基础

上,主张司法机关应代表人民,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议行合

一"体制赞赏有加。他指出,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

责"。③ 列宁的论述更为直接,他指出:"我们不承认有超阶级的法院。我们的法院必须是经过选举产生

的,是无产阶级的", ④ "并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⑤正是受到前苏联宪法原理和制度的

影响,我国《宪法》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居于源生性地位,可以"产生"包括

司法机关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上述理论直接影响了1954 年《宪法》的制度设计。1954 年《宪法》第2 条

第2 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虽然

该条款没有直接规定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但据此不难作出相同含义的解释。事实上,这一条款

在草案初稿中的表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由它们产生的其他中央和地方国家

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⑥ 只是因为讨论时有意见认为这个条款"文字嗦"才做了修改。而且当时

的宪法学通说也认为,在我国宪法体制下,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律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⑦

1982 年《宪法》第3 条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则是对上述马

克思主义宪法原理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沿袭与发展。

现行《宪法》第3 条规定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这是我国司法机关的基本组织框架。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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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里的"产生"应如何理解？除了第3 条第3 款之外,宪法文本中共有5 处使用了"产生"一词,其用法

有三:(1 )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2 )"代表产生办法";(3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

权力机关负责"。不难发现,组织机构意义上的"产生"应当是指国家权力的源流关系。在根本上,所有国

家权力的最终来源都是宪法。如何根据宪法"产生"审判机关？根据《宪法》规定,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途

径和形式来组建所有国家机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广义上,构建相关的法律

制度是一种初始性的"产生"。①这种意义上的"产生"需要通过法律形式来加以确定。对此,《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第8 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只

能制定法律。在相关的组织法制定后,"产生"的方式主要包括选举和任命两种。广义上,"产生"还包括

"决定"和"任命",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中的"决定……人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等。

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其规定主要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实施。② 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代表大会与法院之间的权力源流关系进行了进一

步具体化。《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等不同类型的法院如何根据法定

程序产生。但对专门法院的产生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该法第28 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据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曾以决定形式设立了海事法院和知识

产权法院,但对军事法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等其他专门法院未作决定。③ 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立法机关显

然尚未全面完成《宪法》第124 条有关"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的立法委托。

三、跨区法院产生的宪法空间

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任何改革都必须在宪法轨道上进行,司法改革要设立跨区法院当然也不能逾越

宪法设定的基本组织框架。如何根据宪法妥当处理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构成此次司法

改革的一个重要宪法界限。如果将《宪法》第3 条规定的"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理解为所有的

审判机关无论级别高低都直接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那么跨区设立的人民法院也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若跨区法院不与某个特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产生与被产生关系,则有违宪嫌疑。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何理解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是否仅限于直接选举产生？如果作最狭义的解释,这里的"产生"是指所

有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如此一来,现有的专门法院制度及其产生方式都涉嫌违宪。

因为在现行司法体制下,专门法院并非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而且,如果将"产生"作上述狭义解

释,当前的军事法院体制也基本处于违宪状态,因为除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外,其

他军事法院都非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此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的体制也显然处于违宪状态,因为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设兵团体系内一些基层法院院长由分院院长任命产生。④

如果对《宪法》第3 条作适度的扩大解释,"产生"的方式就不限于直接选举产生。根据现有司法制度,

专门法院院长都是由人大常委会任免,并非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如果对"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

宽泛解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也可作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人民法院的一种方式。按此,目前

专门法院的组织尚不至于构成违宪。《宪法》第5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常设机关。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的观点,"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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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议会的常设机关。它们通常没有实体性权力"。① 如

果接受这种"有机组成说",由人大常委会来产生人民法院也可以视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在权力的

源流关系上,人大常委会构成了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法院之间的权力纽带,二者是一种间接的产生关系。

照此理解,现有体制下专门法院和兵团法院由人大常委会产生并不违反《宪法》第3 条的规定。这也是一

种以合宪性推定为价值取向的解释方案。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第3 条规定的这种"产生"关系是否必须为一一对应关系,即某一个人民代表

大会是否可以产生两个以上审判机关？一种观点认为,跨区设置法院的主要宪法障碍在于《宪法》第101

第2 款的规定,即"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因为此处"本级"一词的明确限定意味着地方法院与相应地方人大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从而

构成设置跨区法院的宪法障碍。② 对我国宪法文本做一简单的统计可以发现,在其国家机构条款中,"上

级"、"本级"、"下级"等概念出现频率极高,整体而言,宪法对国家机构之间的差序格局尽可能作出细致规

定,以保证国家政治和法律秩序的稳定。通过成文宪法来确认这种权力的差序格局和秩序也是社会主义

宪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此语境下,如果对《宪法》第101 条第2 款作限缩性解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只能选举或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不得选举产生其他人民法院,那么现行司法体制的运作已经处于违

宪状态。因为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同时产生多个审判机关,该

法第3 条规定,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如果按照狭义解释的逻

辑,跨区法院的设立就会违反宪法。不仅如此,当前很多法院都属于违宪的法院,比如,根据《人民法院组

织法》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再如,对于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专门人民法

院,宪法并未规定"专门人民代表大会",专门人民法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和任

免。可见,对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法院产生关系的理解不能定位于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上述限缩性解释

对宪法条文的理解过于狭隘。事实上,《宪法》第101 条并非孤立的条文,对该条款的解释应采用体系解释

的立场,兼顾宪法规范的整体秩序。从整个宪法文本来看,我国宪法对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设立为立法者留

下了充足的形成空间。《宪法》第3 章通过大量的立法委托条款,将国家机关的组织留给立法者具体构建

和设定。例如,《宪法》第78 条、第86 条、第95 条、第124 条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织、

国务院的组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人民法院的组织委托给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加

以具体化。特别是《宪法》第124 条的规定应作为理解《宪法》第101 条的重要参照条款,该条规定了专门

人民法院是人民法院的一种特殊形态,该法院显然无法通过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因此,《宪法》

101 条关于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级人民法院的规定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种原则性规定并不

排除在一些例外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不限于一一对应的关系来产生。不仅如此,《宪法》第124 条还将人

民法院的具体组织委托给立法机关来具体实施,在《宪法》无明确规定的前提下,立法者根据宪法委托来设

计人民法院的具体组织,属于立法机关权限范围内的宪法实施,并不产生违宪嫌疑。因此,跨区法院可以

依法由一定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即使该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也选举生产了本级人民法院。③

就司法改革的宪法界限而言,我国宪法并未规定所有人民法院都要由人民代表大会直接产生,甚至没

有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级别,即使是在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之外设立其他类型的地方法

院,④也与《宪法》没有抵触。而且,在宪法文本的体例编排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属于《宪法》第3

章第7 节,与该章第5 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并列。宪法文本的这种安排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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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年版,第180 页。

参见刘树德:《法院设置的宪法表达》,《人民法院报》2013 年11 月22 日。

例如,上海市人大除了产生本级人民法院之外,还产生若干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海事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

门法院。

宪法对我国法院的审判层级并未详细规定,因此就算是类似跨区设立巡回法院也并未超出宪法有关司法制度的界限。



定程度上可以推导出法院体制相对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如果结合《宪法》第126

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地方法院的组织模式条款就可以采取目的性限

缩解释,通过改革法院组织体系使审判机关相对独立于地方各级人大体系,①故设立跨区法院具有较大幅

度的宪法空间。

四、设立跨区法院的模式选择

如前所述,立法者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具体化制度设计并不违反宪法确定的界限。换言之,宪法并不构

成跨区法院司法改革的制度障碍。但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宪法不仅是司法改革的法律界限,同时也是司

法改革的一个价值目标。司法改革本身作为实施宪法的一种手段,不仅仅要符合宪法、根据宪法,还要实

施宪法,落实社会对宪法的规范性期待。因此,设立跨区法院自然需要根据宪法所设定的框架来具体化实

施。根据《宪法》第124 条,我国的人民法院分为三种类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

等专门人民法院。从《宪法》本身的界限来看,跨区设立的人民法院既可采取普通地方人民法院模式,也可

以采取专门人民法院模式。

(一)地方人民法院模式

比较来看,专门人民法院体制的优势就是专业性强,如果选择专门法院模式,可能更符合司法改革遏

制地方保护主义的目标。但这一思路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

民法院"之间作出取舍和平衡。从类型化的角度看,所有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划分为不同类

型,比如金融类案件、房地产类案件、家庭纠纷、劳动保障案件。相对于其他案件而言,每一种都是特殊案

件,都构成设立专门人民法院的理由。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案件可以分别设立诸如行政法院、金融法院、

劳动法院、家庭法院、房地产法院、社会法院,等等。但过多的专门人民法院显然与《宪法》确立的人民法院

体制相悖。《宪法》确立的人民法院体制不是以专门法院为主,而是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主。在社会主

义宪法的脉络下,法院本应具有一定的地方性。按照列宁的论述,如果说检察权更多属于"中央事权"的

话,法院的审判权则相对带有"地方事权"的色彩。检察院实行垂直领导,"不管任何地方差别,不受任何地

方影响",而法院则是"地方法院",在实施联邦统一的法律和兼顾地方特殊性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关系。②

上述原理直接影响了我国宪法的制度设计,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光谱下,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分别处于不

同的波段,上下级人民法院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则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③ 根据《宪法》

第101 条的规定,任何一个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都可以选举产生一个本级人民法院。整体而言,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是除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审判机关。跨区设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措施必须认真对待从前

苏联继承而来的法院地方性原理。如果承认这种源于前苏联的理论仍然是我国宪法的主流学说,那么司

法体制改革的定位就应着眼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宪法体制。如果跨区设立的人民法院属于地方各级人

民法院的一种,那么根据《宪法》第128 条的规定,这种人民法院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且对产生它

的权力机关负责。

接下来的问题是,采取地方人民法院模式设立的跨区法院是否需要纳入人大监督的范围？现行《宪

法》第104 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④ 但如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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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这一点与我国主流的宪法观念也有契合之处。比如,彭真曾指出:"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对国家的行政

权、审判权、检察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也要有明确的划分。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

作有效地进行"。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64 —165 页。

《列宁全集》第33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326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1 条规定:"全国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因此,不能笼

统的说某种类型的权力是中央事权。按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逻辑,如果说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行政权也是中央事权,立法权也是中央事权。

对上述论断的批判参见刘松山:《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两个重大问题》,《法治研究》2014 年第8 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5 条具体规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

实施监督。



力机关产生的跨区法院并非本级人民法院,该法院是否需要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

根据现有的监督体制,这类法院不属于人大监督的对象,如直辖市范围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和没有人大

建制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① 究竟如何确立这种宪法关系,有待于立法者对《宪法》第124 条和第128 条

予以具体化。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如果跨区法院只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一种类型,则需要遵守宪法规

定的程序来产生和设立。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需要由权力机关产生,而上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的产生程序属于宪法直接保留的事项,如果要进一步改革,则需要修改宪法。

(二)专门人民法院模式

我国宪法文本对专门人民法院中的表述是"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追根溯源,我国的专门法院

模式源于前苏联,甚至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的正式称谓也和前苏联根据其

1936 年《宪法》设立的专门法院非常相似。② 我国专门法院的建制早在1954 年《宪法》制定前就已存在。③

1954 年《宪法》有关专门人民法院的规定只是对上述制度的一种确认。根据1954 年《宪法》和《人民法院

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54 年至1955 年间建立了11 个铁路运输专门法院和两个水上运输专

门法院,④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⑤ 专门法院与一般法院的不同特点包括:(1 )专

门法院不按照行政区划设立,而是按照特定的组织系统或特定案件建立的审判机关;(2 )受理的案件具有

专门性;(3 )机构及其人员不同于地方人民法院那样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因为专门法院没有对应的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⑥ 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专门法院的具体名称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和"铁

路运输法院",但宪法和法律在概念表述上一律采用"专门人民法院",如《宪法》第124 条中的"军事法院等

专门人民法院"。相应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以下简称《法官法》)等法律的表

述也与宪法文本一致。

从发展历程来看,宪法文本中有关专门人民法院的规定并不具体,从1954 年《宪法》到现行《宪法》变

化不大,《人民法院组织法》中的专门法院体制也未定型化。1954 年《宪法》第7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与1954 年《宪法》同时通过的《人民法院

组织法》第2 章第4 节的标题是"专门人民法院"。其中有2 个条款值得注意:第26 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

的类型包括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3 种,并未规定"等其他专门人民法院";第27 条规定

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1982 年《宪法》颁布实施后修改的《人民

法院组织法》直接借用宪法文本的表述对人民法院的组织进行了修改,将专门人民法院笼统表述为"军事

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根据该法的修改说明,由于专门人民法院体制本身仍很不成熟,专门法院的组织

无法形成一致意见,这一规定有助于为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留下充足的空间。⑦ 由此,采取专门法院模式设

立跨区法院的宪法界限是:专门法院也是人民法院,需要权力机关产生。至于这种"产生"是直接产生还是

间接产生、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还是常委会决定任命,《宪法》已授权立法者具体实施。《人民法院

组织法》和《法官法》将专门法院产生的立法任务委托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制定专门

法律对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进行规定。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只作出过两个设立专门人民法院的决定,一个

是关于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一个是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故从形式上来看,铁路运输法院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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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44 条、45 条规定了上述法院院长的撤职程序。

但1950 年后,前苏联的专门法院体制只保留了军事法院。参见 V . 伯格、Y . 鲁瑞:《苏联的专门法院:性质与活动》,《国外社会科

学》1983 年第9 期。

1953 年5 月,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全国设立了11 个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参见蔡

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 页。

参见沈德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论纲》,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 年版,第94 页。

参见董必武:《最高人民法院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

第268 页。

参见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119 − 120 页。

参见王汉斌:《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决定和"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几

个法律案的说明》(1983 年9 月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事法院的组织和职权并无法律上的明确依据。申言之,立法机关尚未完成上述宪法委托,这种法律规范的

缺位状态只能留给立法机关去填补。因此,设立跨区法院亟须解决的一个制度层面问题在于,如何逐渐完

善有关专门人民法院的立法,使现有的司法改革有法可依。如前所述,专门法院是否由权力机关直接产

生,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如果选择专门人民法院模式,司法改革的宪法空间较大。但前提是立法机关及时

完成宪法委托,将专门法院的体制先行法律化,以此解决司法改革的法律依据问题。否则,司法改革很难

说是在宪法和法律轨道上进行。

目前,有关司法改革方面的具体决定对跨区法院的设立方案尚无定论。根据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对司法改革措施的说明,跨区法院的组织改革倾向于在专门人民法院体制的基础上推进,即"对原有的铁

路运输法院加以改造"。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的阐释,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既不是专门法

院,也不是传统意义上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或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不对应行政区划的中级人民法

院。② 如前所述,从宪法实施的角度看,设立跨区法院的改革有充足的操作空间。如果选择地方法院模

式,可比照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院的组织方式,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委会)产生,该法院对

其负责,受其监督。这种意义上的跨区法院类似于一种巡回法院。而如果要设立专门人民法院性质的跨

区法院,则需要对宪法相关条款作进一步解释。虽然《宪法》第3 条规定国家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只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专门人民法院

究竟对谁负责宪法并无明确规定。此外,现有的专门法院体制也不完全合理。例如,作为专门法院的海事

法院"对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③但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一般都超出其所在市一级

区划,如果案件的当事人分别属于市内和市外,则难以杜绝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如果要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来加以完善,需要立法者结合《宪法》第3 条对不

同类型专门法院究竟如何产生、对谁负责做出进一步明确界定。

五、结语：立法者的宪法义务

跨区法院究竟属于《宪法》规定的何种法院,目前尚无定论。如果跨区法院不属于专门法院,那么逻辑

上自然就应属于《宪法》第124 条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既然立法者尚未完成《宪法》第124 条的授

权委托,则无论设立何种模式的跨区法院,都需要根据宪法对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全面修改,以明

确人民法院的类型、产生和组织方式。④ 从宪法上的权力源流关系来看,立法应当明确法院与作为权力机

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联性,规定法院究竟由哪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何种程序产生。如果对现有

司法体制作合宪性推定的解释,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范围应不限于与各级人大具有一一对应关

系的同级人民法院。除那些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并且与各级人大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的同级人民法院外,

《人民法院组织法》还需特别规定其他类型的人民法院如何产生,这些法院既包括专门法院,也包括由人大

产生的非本级人民法院。根据《宪法》第124 条的规定,立法者有义务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对跨区法院

的体制予以法律确认。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跨区划法院的设立进行制度设计。

责任编辑 谭冰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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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载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

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65 − 66 页。

参见李少平:《为什么要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求是》2015 年第14 期。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苏泽林的观点与此有

所不同,他认为,"海事法院、铁路法院和即将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都是跨行政区划的专门法院"。参见苏泽林:《跨行政

区划设立人民法院的法治意义》,《人民法院报》2014 年10 月27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1984 年11 月14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正因此故,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建议"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从立法层面解决跨行政区划法院

审理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问题"。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2015 年11 月2 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 年第6 期。


